
“奥肯定律”失灵了吗？ （原文刊中国证券报） 

              

统计局公布的 3 季度 GDP 增速为 6.0%，部分市场投资者认为 GDP 增速可能会在 4 季度或者

明年破 6，而正式进入 5 时代。虽然克强总理在各个场合谈及“GDP 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

可以接受”，但不要忘记克强总理的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只要就业好”。就业的重

要性不但可以从“稳就业”居于“六个稳”首位看出，而且政治局会议多次强调“把稳定就

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虽然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中的就业指数位于近年来的低位，但 9 月

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 3 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维持在 5.2%和 3.6%，显著低于 5.5%和 4.5%

的年度政府目标。从前三季度就业数据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97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 99.7%，相比去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1100 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的

目标任务而言，下滑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总体来看，制造业就业受经济周期下行的影响

可能存在一定压力，但就业整体似乎依然平稳。回看过去 2010 年以来的 8-9 年时间，中国

经济中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但就业始终没有出现太大问

题。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指出：“失业率与 GDP 增长率二者呈反方

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如果从这个角度上

来看，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和就业水平持续提升之间的矛盾现象显然不符合“奥肯定律”。 

难道“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了吗？  

 

从理论角度讲，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需求疲软和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失业率会明显上升。但

事实上，我们非但没有看到就业层面出现任何恶化的迹象，反而政府在 2014 年把城镇新增

就业人口目标从 900 万提升到 1000 万，而在 2017 年又创纪录的进一步提升到 1100 万。这

背后是 2013 年以来每年的实际城镇新增就业人口都在 1300 万以上。2018 年经济数据显示,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61 万人,比上年多增 10 万人,连续 6 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完成全年

目标的 123.7%。从数据层面看，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被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缺乏解

释力和说服力，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属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全国职

业供求状况数据显示： 从 2011 年 4 季度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趋势性逆转，

从之前的“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并且求供倍率升至 1 倍以上并一路上行。虽然在

2015-16 年间有所回落，但也没有跌破 1 倍。求人倍率从 2017 年开始重新上升，并在 2018

年底创出了 1.27 倍的新高。虽然劳动力供给格局逆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于 2010 年之后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扶养比上升，但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中

出现“经济增长下台阶，就业市场上台阶”之间的矛盾现象背后有更多的结构性原因。  

      

奥肯定律给出的“失业率”与“GDP 增速”之间的具体关系是“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

1%，实际 GDP 便低于潜在 GDP2%”。显然奥肯定律中的 GDP 增速不是单纯的实际 GDP 增速，

而是实际 GDP 增速和潜在 GDP 增速之差，或者说是“产出缺口”。因此如果短期内一国的

潜在 GDP 增速不变，产出缺口的大小直接由实际 GDP 增速决定，从而实际 GDP 增速也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就业水平。但如果潜在 GDP 增速出现变化，则情况会变得复杂，需

要重新考量。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结构转型”，增长驱动因素从出口和投资向消费

转型，与之相匹配的是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2013 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越工业，之后在 2015

年服务业占比首次突破 50%，截至 2019 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 54%。服务业占

比提升的同时，全社会劳动力也持续流入服务业。从 2012 年至 2018 年 7 年间服务业劳动



力占比提高了 10.2 个百分点至 46.3%，但同期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劳动力占比却下降

了 2.7 个百分点至 27.6%。这种情况显然符合著名的“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如果一个经济

体中分别有技术进步的“进步部门”和无技术进步的“停滞部门”。假设相对于“进步部门”，

“停滞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但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因此 “停滞部门”需求会伴随

着工资上涨而较快增长，则劳动力会从 “进步部门”流向“停滞部门”。服务业相对制造

业而言属于典型的“停滞部门”，居民收入增长会增加对服务的需求，因此会提升了服务业

的消费比重，而且增加了服务业的就业率；其次，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得服务业质量

改善和平均成本降低，进而导致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生产和需求增加；最后，服务业生产率增

长缓慢导致只能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增加产出，由此也会促进就业。虽然需求增长和服务

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都能解释服务业就业率的增长，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特别指出，但其

主要原因还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 

 

如果我们在“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奥肯定律”，就会发现中国“经

济增长下台阶，就业市场上台阶”背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近年来经济转型过程

中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从现实角度来看，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劳动密集型特征比较明

显。特别是在转型的初级阶段，较为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衣食住行相关）发展较为迅速，

而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效果明显，甚至在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情况下，出现与制造

业竞争劳动力的情况，造成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的现象；另一方面，劳动

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会拉

低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且这种“拉低效应”会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上升而

逐步增强。虽然目前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普遍认同中国潜在增长率

近年来持续下行的趋势。如果我们把中国目前的结构转型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考

虑到“奥肯定律”中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实际 GDP 增速的持续放缓是伴随着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话，那么实际 GDP 增速的放缓并不一定会带来产出缺口的扩大，由此实

际 GDP 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就不是线性关系了。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潜在经济增长率中枢可能会在继续转型过程中因为像“鲍莫尔-富克

斯假说”描述的那样，由于服务业占比持续提高而继续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还是

希望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把实际 GDP 增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结果

会推高物价形成通货膨胀或者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反之，如果货币财政政策的操作目标是把

实际 GDP 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长率拉近的话，那实际 GDP 增速可能依然会维持在相对低位，

甚至继续下行。但我们认为就像克强总理说的那样“只要就业好，经济增速无论是快一点或

者慢一点都可以接受”。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开始转变思路，放弃过去的唯 GDP 论：在

十九大报告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重心从速度转向质量，而且在“三步走战略”中淡化的

2020 年 GDP 翻一番的目标。这些都说明未来政府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来提

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在宏观政策操作层面，货币财政政策政策也更加注重政策的有效性

和针对性，避免出现大水漫灌的局面。  

 

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担心中国产业结构在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是否会无

止境的拉低经济潜在增长率？我们的答案是“未必”。因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中对服

务业没有技术进步的假设是存在问题的。服务业本身生产和提供的过程中的产品形式有非实

物化的特征，因此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测算存在很大偏差，例如忽视服务业本身质量的改善

以及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就很大程度上导致对服务业生产率测量结构偏低。事实上大量研究显



示，服务业劳动力占比和服务业产出占比提升与实际 GDP 增长率未必是线性关系， 到达某

个时间点之后可以推动经济增长重新开始加速，从而令服务业在劳动力和产出中的比率与经

济增长率可能会呈现出“Ｕ”型关系，特别是当服务业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时候。鉴于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在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与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性服务行业发

展更为迅速，导致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但我们也看到目前金融、通讯、商业服

务等生产型服务业也开始提速。这些生产型服务业不仅本身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较大，而且

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直接拉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如果

未来生产型服务行业发展得到充分发展，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在阶段性下降之后会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在一个相对中高速增长水平。 

 

 

  

 

 


